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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一定要避
免犯下战略性错误的时
刻。这是一个决定我们
的未来是否可持续和平
与可持续发展的时刻。
人们不能从完全肯定全
球化的一边跳到完全否
定全球化的一边。

隰

复合世界的未来取
决于各种行动者或攸关
方在复合的世界体系中
的互动。这些互动如果
不是恶性循环而是良性
循环，我们仍然可以共
享全球化带给整个世界
的普惠。

隰

国 际 特 刊

    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 2020 年
3 月 11 日称为历史性的日子。 这一天，

世卫组织（WHO）在瑞士日内瓦宣布新冠
病毒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 新冠病毒
借助已有的全球化， 出人意料地横扫全
球系统。 全球系统是人类的“公域”，全球
化在带来全球福利的同时，也带来“公域
悲剧”。 新冠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
“公域悲剧”。

为应对危机“闭关锁国”

“大中断”消极后果显现

新冠疫情大流行确实“大中断”了冷
战结束以来的这轮全球化。 疫情中，世界
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各国采取各种临时的
“闭关锁国”措施强行中断了全球化。 大流
行前，尽管遭受了各种抵制，甚至在有的
地方被部分“去除”，但整体的全球化仅是
放慢速度或者收缩规模，并未发生系统性
或者结构性的停顿。

在此次抗疫行动中，尽管 WHO、联合
国以及联合国体系也在“全球层次”上应
对大流行，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危机的
应对主要是在“国家层次”上，显示了深刻
的全球治理悖论。

第一，疫情大流行前，现有全球治理
机构包括 WHO本身，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
削弱或者陷入某种危机，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上诉机构在 2019 年 12 月 “停
摆”， 而受到削弱的全球治理机构对这场
危机的应对，总体看是乏力的。

第二， 各国在体制和政策上不同，疫
情不同，在国内层次上的治理尽管有一些
共同性，但却各自为营。 各国之间的抗疫
合作主要是在双边。 与 2008年至 2010

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大不相同的是，二十
国集团（G20）等多边合作平台未能实现各
国在宏观政策上的最大限度协同，仅是一
种存在感的显示，具有协同性的全球集体
抗疫行动并未产生。

第三，疫情中，原来的大国之间，尤其
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不降反升。 这与
“大流感” 发生后的 1918年形成明显差
别。 1918年，在造成大量死亡病例的“西
班牙大流感”面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
战各方不得不走向终战，国际联盟诞生。

随着疫情的演变，“大中断”对现有全
球化的消极后果逐渐显现。从 2017年以
来， 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抵制全球化的
21 世纪“经济民族主义”路线。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奉行全球化的
政策， 加速了全球化到达高峰。 与此同
时，全球化的对立面即“反全球化”也逐
渐出现。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爆发了首
次反全球化示威。

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的打击政策，一
开始并没有“感染”很多国家，很多国家仍
然奉行支持全球化的态度，包括支持 WTO

等多边体系， 仍然希望全球化的继续，包
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如今，在新冠大流
行的世界大停摆下，各国政府无论经济体
是大是小， 无论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如何，

似乎都不得不为最坏的未来做准备，眼下
的应急政策调整和针对长期的结构调整
都更多着眼内部。

目前，在新冠疫情仍然没有结束的情
况下，本着与病毒共存的悲观预测，各国

政府都在试图“重启”国内经济和社会生
活， 因为经济活动和社会流动的停滞，可
能比新冠病毒带来的危害更大。

这种“重启”是否包括重启陷于“大中
断”的全球化？ 世界重启的题中应有之义
包括重启全球化，但与国内经济和社会的
重启相比，全球化的重启可能困难重重。

中美经贸幸免“大脱钩”

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

遭受疫情打击的相关方，在重启全球
化上的立场并不一致。 新冠病毒大流行成
为抵制自由贸易、重回孤立主义势力的有
力借口。 他们以此为理由不再参加此前的
区域贸易谈判，甚至加快步伐退出现有的
全球多边贸易体制。

全球化如果不能尽快重启，意味着暂
时的各种“闭关锁国”措施不幸终结了全
球化，高度依赖全球化的各种开放经济体
面对着原有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大变局。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中国和美国两
国政府在 2020年 1月 15日达成了 《第
一阶段经济和贸易协议》。 这一协议有助
于避免中美两国经济和贸易上的 “大脱
钩”。协议签署以来，幸运的是，在疫情下，

中美双方在“共同落实”各自的承诺，尤其
是落实与农产品有关的条款。

过去 30年，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是
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依据互补、互利原则
的经济融合。 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和
2008年至 2010年在治理全球金融危机
中的关键角色，大大加强了与美国的经济
关系。 但不幸的是，疫情期间，中美之间在
其他方面， 尤其是在科技和金融方面的
“脱钩”趋势，如自由落体般下行。

5月 23日， 习近平主席在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
指出，中国经济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
的世界中”谋求发展，“面向未来，我们要把
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培育新形势下我国
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020年 6月 18日， 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书
面致辞中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 的中国经
济新格局正在形成。 针对新冠疫情之后
全球化重启的困难，“双循环” 论是中国
的战略新安排。

走出复合困境需新思维

中国仍然将是中坚力量

展望未来，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的
世界，中国仍将是支持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在微观层次， 一些在这轮全球化中诞
生和成长起来的企业， 在中美关系下行和
新冠疫情的重创下，仍然坚持全球化策略。

他们的坚持难能可贵， 也许会为新冠疫情
大流行之后的世界经济带来希望。

我们一度严重忽视了 20世纪 90年
代初起步的这轮全球化的“先天缺陷”和后
天问题。由于气候变化和不平等性的加剧，

新冠疫情前， 人们已经呼吁通过治理气候

变化、调整社会不平等性等维持、促进世界
发展的可持续性。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未来世界仍然是
各国相互联系、守望相助、共存共荣的，

就必须正视这轮全球化内在的复合困境
并着手根本克服这些困境。 这些困境包括
但不限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罗德里克指出的 “全球化的三重困境”：深
度的全球经济一体化、 世界仍然是由一个
个国家和社会组成的， 以及具有各自不同
的体制和政策之间的深刻冲突。新冠疫情
全球大流行之后，各方需要新思维、采取
新措施走出全球化的复合困境。

不管是否喜欢全球化， 不管人们曾经
熟悉的全球化是否终结， 世界本来的复合
性并不会改变。 复合世界的未来不是取决
于任何行动者或攸关方的单边行动， 而是
各种行动者或攸关方在复合的世界体系中
的互动。 这些互动如果不是恶性循环而是
良性循环， 我们仍然可以共享全球化带给
整个世界的普惠。

全球化面临转向创新

内在悖论恐仍在重复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下，值得我们注意
的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
否将代表着未来， 是否是结构性的转变，

是否将持续下去，现在还不好说。

汲取这次疫情的教训，一些国家今后
不再希望依靠全球化来解决诸如药品和
医疗用品的开发、生产和供应，而是试图
转回本国生产。 药品和医疗用品可能成为
第一批“去（目前状态的）全球化”的行业。

很多经济体声明，疫情后要战略性地
“多样化”对外经济联系，尤其是要减少对
某些巨型经济体的深度依赖。 一些原来高
度集中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制造业全球
公司，如果短期内难以“回归美国”的话，

也可能为规避中美冲突的风险而转移到
诸如东南亚等相对安全的地区。 如同“贸
易转移”和“贸易创造”的原理，全球化已
经发生和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向和重大的
创造，这些转变也许代表了未来全球化的
某种形式和内容。

不过，现在作为观察者的我们仍然非
常不清楚的是，在各个国内层次和各种全
球层次上，全球化本来一直存在的内在困
境是否将在转向和创新中得到至少部分
的有效克服。对此，我并不乐观。全球化可
以改头换面，但内在的悖论却在重复。

这是一个一定要避免犯下战略性错
误的时刻。 这是一个正确汲取教训的时
刻。 这是一个决定我们的未来是否可持续
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时刻。 人们不能从完
全肯定全球化的一边跳到完全否定全球
化的一边。 我们要坚持和推动全球化的正
确方向，也要治理全球化的阴暗面。

集体行动总是遭遇困境，多边合作并
非易事。 但是，集体行动的问题是能够解
决的。 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要对联合国、

国际经济组织、世卫组织等代表的全球集
体行动要有信心。

现在世界不乏呼唤多边主义、多边合
作的各种积极、理性声音。 这些声音是我
们对世界的未来乐观的理由。 但是，仅仅
呼吁多边主义是不够的，多边行动才是至
关重要的。


